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的權利
214.
委員會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審議結論中指出，“有關集會自由，委員會知悉香港特區經常有公眾示威活動舉行，並注意到代表團表示，當局從未拒絕讓公眾舉行示威。雖然如此，委員會關注到當局可引用《公安條例》，不當地限制市民享有公約第二十一條所保證的權利”。委員會建議“香港特區應檢討及修訂該條例，使其條文符合公約第二十一條的規定”。
215.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在憲制層面保證了香港居民享有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此外，《香港人權法案》第17條使公約第二十一條的條文得以在香港實施。我們也在《公安條例》具體制定了有關集會權利的條文，以期符合公約第二十一條的規定。當局根據該條例作出的所有決定，均須符合《基本法》，其中第三十九條訂明，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條文繼續有效。
216.
我們十分重視委員會所提出的關注事項。正如委員會所知悉，示威遊行依然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在香港舉行的公眾集會和遊行約有11 461次。警方只是基於維護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而禁止或反對其中21次集會或遊行；當中9項集會或遊行活動經更改路線、地點或規模後，最終仍能舉行。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估計有35萬至50萬人上街進行大型的遊行，而香港大學在同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公眾對於“遊行和示威自由”的評分是7.49分(滿分為10分)，是歷來錄得的最高評分。這足以證明香港居民享有集會自由。

《公安條例》的實施

217.
有關情況一如首份報告第376至381段所述。不過，我們希望藉此機會回應論者就上述條例所提出的關注事項，主要包括 —
(a)
警方引用《公安條例》檢控和平示威的人士及作出“有選擇性”和“基於政治動機”的拘捕行動；

(b)
如未獲警務處處長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公眾示威活動便不能舉行。

218.
對於觸犯《公安條例》的行為，警方會分3個層面處理 —

(a)
在和平集會或遊行期間，有人作出技術性或非預謀的違法行為：警方會向負責人發出口頭警告，並記錄有關細節，而集會或遊行仍可繼續舉行；

(b)
在和平集會或遊行期間，活動的組織人蓄意違法或拒絕遵從警方的合法命令：警方會向負責人發出口頭警告，通知他們警方會考慮採取檢控行動。警方會蒐集有關觸犯罪行的證據，並提交律政司考慮，以便決定是否提出檢控；

(c)
在集會或遊行期間，有人作出可能或實際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警方會口頭警告負責人和其他參加人士，指示他們立即停止任何非法活動。如他們漠視警告，警方便會視乎情況，考慮和平疏散、武力驅趕或拘捕集會或遊行人士。警方會蒐集任何非法活動的證據，並將之提交律政司，以提供法律意見及決定是否提出檢控。

219.
有考慮是否提出檢控時，律政司會根據個案的證據而作出決定，並沒有所謂基於政治動機而作出檢控的問題。
220.
在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二年期間，共有537次集會或遊行的組織人沒有根據法例通知警方，但警方只就其中12宗個案徵詢律政司的意見，以決定是否提出檢控。至於其餘個案，由於只涉及非預謀或技術性的違法行為，因此不予追究。當局作出有關決定時，從沒有考慮政治因素。
221.
首份報告第376至381段闡釋了《公安條例》的施行情況。我們在其中第378段論及當局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並在第380及381段闡釋論者的關注及我們的意見。有關的意見至今並無改變。基本上，警方需要在事前獲悉有示威舉行，才可作出適當安排，盡量減低示威活動對交通及公眾造成的干擾。另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利便公眾行使和平集會及示威的權利。不過，以香港的情況而言，如果當局在事前不能獲悉有大型、和平的遊行及集會，根本就無法履行這項責任。

222.
因此，我們認為要求主辦者事先通知警方的規定，既可讓有關人士享有和平集會的權利，也可維護整體公眾的利益及安全，是一舉兩得而且合理的做法。我們認為論者的疑慮並無根據 — 

(a)
有論者認為第8及13A條所訂明的通知期(一般為7天)，不必要地限制了和平集會的權利。不過，條例訂明了保障條款，如果警務處處長合理地信納有關通知不能提早作出，便須接受較短時間的通知；如果他不接受該較短時間的通知，便須給予理由
。因此，儘管 ‘一般’ 的通知期為7天，在執行上是有彈性和合乎情理的，而訂明7天通知期，也是要讓上訴委員會有時間召開會議，以考慮就和平示威被施加條件而提出的上訴(有關情況見下文(d)項)；

(b)
警務處處長反對遊行的權力載於第14條，但他必須在第14(3)條訂明的時限內把反對的決定通知遊行組織人，才能行使這權力。這即是說，如果他反對遊行，便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及指明的時限內(如果已給予7天通知，便須在遊行開始前48小時)，發出反對遊行通知。如果他不反對遊行，便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及相同的時限內，發出不反對遊行通知。如果他在指定時限內，既沒有發出不反對遊行通知，也沒有發出反對遊行通知，即當作他已發出不反對遊行通知，遊行可如期舉行；

(c)
此外，第9及14條訂明更多保障條款。這些條款規定，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認為，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而有需要禁止舉行公眾集會或反對舉行公眾遊行，他才可禁止該次集會或反對該次遊行。如他合理地認為，可藉施加條件於該次集會或遊行而達到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目的，則他不可禁止該次集會或反對該次遊行；

(d)
根據第16條，有關人士可就警務處處長的決定，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該上訴委員會由一名退休法官及多名非公職人員組成；

(e)
基於香港的憲制，當局行使《公安條例》所賦予權力的方式，一旦與公約第二十一條(已納入《香港人權法案》第17條)的規定不符，當局的決定便會違法和抵觸《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法院也可因此而撤消當局的決定。

223.

在二零零零年第四季，社會上有相當多關於《公安條例》的條文以及有關條文是否需要修訂的討論。有論者認為和平集會的自由不應受到任何形式的掣肘，因此《公安條例》應予以檢討。有論者則認為，現行條文可讓個人享有表達的自由及和平集會的權利，也能顧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更廣義的社會利益，並且作出了相當合理的平衡。

224.

為鼓勵市民公開交流意見，我們建議在立法會辯論這個課題。在辯論舉行前，立法會安排了多次公聽會，並接獲大約240份意見書。大部分意見書(佔78%)都贊同保留《公安條例》的原狀。其後，立法會進行了9小時辯論
，並且通過動議，決定保留條例中有關規管公眾集會及遊行的條文。
� 請參閱《公安條例》第8(2)及(3)條第13A(2)及(3)條 — 


	“(2) 儘管有第(1)款的規定，警務處處長可接受較該款指明時間為短的通知，而在任何情況下，如警務處處長合理地信納該通知不能提早作出，則須接受較該款指明時間為短的通知。[斜體字為編者想強調的部分。]�(3) 如警務處處長已決定不接受較第(1)款指明時間為短的通知，他須在合理的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將其決定和將不可以接受較短時間通知的理由，以書面通知看來是發出通知的人。”





�	有關辯論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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